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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识别并提升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７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分析制

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 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分别存在“先扬后

抑”和“先抑后扬”的本地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上述非线性影响因城市特征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在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本市及周边影响中存在不同着力点，异质性规制

的协同发力弥补了单一政策的不足。 研究结果对“双碳”目标下如何优化制造业集聚空间格局以促进城际间

绿色创新的协同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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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０ 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征程，“双碳”目标的本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绿色技术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城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来源，集聚大量的产业和人口，是政策落地实施的主战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必然要求，而制造业作为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在推动城市绿色创新转型中占据重要

地位。 作为一个大国，集聚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制造业集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缓解城

市绿色创新转型中面临的现实约束，而不合意的集聚规模则会产生相反效果；此外，集聚的空间溢出

效应也深刻影响着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 因此，探讨制造业集聚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对我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绿色创新的概念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虽尚未形成统一认知，但均认为

相较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具有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重外部性［１］，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绿

色创新效率是评价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借助因子分析、随机前沿分析等方法进行测算，尤其是自

Ｔｏｎｅ［２］提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后，不少学者［３］采用该方法重新进行测算。 在已有测算数据的基础

上，发现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４ ５］，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集聚是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６］。

由于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受到学界的重视。 多数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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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可以带动技术进步，提升创新效率［７］，也有学者认为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

响［８］。 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探讨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

果，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不断丰富。
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相较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相较于多数文

献从省级或区域层面展开研究，本文以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尺度，选取与绿色创新内涵高度契合的投入产

出指标，完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体系，并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ＳＢＭ 进行测算，相对客观

地反映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第二，不同于以往聚焦于单一线性和本地影响的研究，本文从非线性和城际

联动的视角出发，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对本市及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

率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从而为优化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

供参考。 第三，现有分析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本地 －邻地效应文献中，鲜有探讨异质性

环境规制在两者非线性影响中的作用。 因此，本文在厘清环境规制在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关

系中发挥的作用、辨析不同环境规制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分析政策协同作用等方面做出了有益补充，以便

更好地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协调配合，推动城市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
二、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本地集聚效应

在集聚初期，城市资源承载能力较为充足，集聚经济占主导地位。 一方面，集聚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共

同利用基础设施，避免因重复建设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实现资源集约利用。 再者，制造业集聚

强化产业的前后向联系，提高集聚的循环化水平，让废弃物得以再利用，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９］。
另一方面，制造业集聚促进劳动者在城市的大规模集中，劳动者的集聚实现了高低技能人员的技术互补，
从而提高城市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高素质劳动力的形成。 同时，空间距离的缩短，增加企业间正式和

非正式交流的机会，降低知识与技术的获取成本。 在集聚后期，当集聚规模扩大到超过城市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时，拥挤成本逐渐超过集聚经济，掣肘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首先，要素价格迅速上升，增加企业

的经营成本，挤占原本用于绿色创新的资金投入。 其次，单位空间内集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

出，引起区域内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 最后，过度集聚容易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被模仿，降
低“原创”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利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因此，本文得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制造业集聚对本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倒 Ｕ 型特征。
（二） 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０］认为，城市间要素的溢出效应并不会因为行政边界的存在而只对本地区产生影响。
根据“中心 －外围”理论，本地区制造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受到虹吸和辐射两种相

反力量的影响［１１］。 在前期，制造业集聚会扩大本地市场规模，产生虹吸作用，使得优质生产要素向本

地集聚，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城市缺乏高质量生产要素，而陷入传统发展陷阱，难以实现技术高端绿色

化，加之集聚规模尚处于初级阶段，辐射作用较为薄弱，虹吸作用占据主要地位，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

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随着本地区集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速生产要素

的城际流动，进一步放大集聚的辐射作用，从而促进中心城市产生的先进技术迅速向邻近城市扩散，
进而提升邻近地区创新研发、产品设计和科学管理水平，有效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除全域空间外，局部空间下城市特征差异也会影响制造业集聚绿色创新效应的形成。 一方面，我
国幅员辽阔，不同地理区位的城市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能会影响

制造业集聚绿色创新效应的发挥。 另一方面，城市群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高度同城化、一
体化以及特大化的城市规模深刻影响着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本文提

出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假说 ２：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正 Ｕ 型特征。
假说 ３：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城市特征呈现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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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环境规制下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图 １　 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

绿色创新技术在风险与收益上的匹

配失衡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意愿［１２］，而环境

规制可以激励企业研发清洁技术，用环境

友好型产品替代非清洁产品［１３］，从而提高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根据作用机制不同，
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

型。 前者以政府为主导直接对环境污染

行为进行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生

产成本“高企”，压缩企业利润，难以促进

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削弱制造业集聚的正

外部性；但这种强制性手段也会倒逼高污

染企业改进生产工艺，从而提高城市绿色

创新效率。 后者以市场为信号，通过价格

机制将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化，诱导企业

主动选择节能环保技术，推动城市低碳转

型；但最终效果还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涂正革等［１４］的研究表明，低效的市场难以发挥市场型

环境规制最佳效果，其促进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 此外，两种规制方式在规制主体上存在一定的耦

合，政策的协同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４。
假说 ４：异质性环境规制会影响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
三、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选择与设定

既往学者［４ ５］的研究指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鉴于此，采用空间计量方法

进行实证分析，依次设定空间权重矩阵。 首先，构建地理距离矩阵，如式（１）所示：
ｄ
ｉｊ ＝

１ ／ ｜ Ｄｉｊ ｜ ， ｉ ≠ ｊ
０， ｉ ＝ ｊ{ （１）

其次，利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 构建经济距离矩阵，如式（２）所示：
ｄ
ｉｊ ＝

１ ／ ｜ ＰＧＤＰ ｉ － ＰＧＤＰ ｊ ｜ ， ｉ ≠ ｊ
０， ｉ ＝ ｊ{ （２）

最后，采用邵帅等［１５］的方式，（取 γ ＝ ０. ５）构建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如式（３）所示：

ｄｅ
ｉｊ ＝ ｒ ｄ

ｉｊ ＋ （１ － γ） ｅ
ｉｊ， ｉ ≠ ｊ

０， ｉ ＝ ｊ
{ （３）

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包括 ＳＡＲ、ＳＥＭ 和 ＳＤＭ 三种。 首先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进行 ＬＭ 检验，
接下来按照“从具体到一般”的思路，利用 Ｗａｌｄ 检验判断 ＳＤＭ 能否简化为 ＳＡＲ 或 ＳＥＭ［１６］。 表 １ 列示三
种权重矩阵的 ＬＭ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检验结果基本显示 ＳＤＭ 优于 ＳＡＲ 和 ＳＥＭ。 此外，Ｅｌｈｏｒｓｔ［１６］指出即
便真实数据生成过程为 ＳＡＲ 或 ＳＥＭ，ＳＤＭ 仍可获得一致估计；Ｌｅ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ｃｅ［１７］认为省略解释变量空间滞

后项会导致估计的不一致性，ＳＤＭ 应为空间计量的最优选择模型，故选择 ＳＤＭ 作为回归模型。
表 １ 同时列示三种权重矩阵下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均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综上，最终选择双向固定效应的 ＳＤＭ 进行回归，模型设定如式（４）所示：

ＧＩＥ ｉｔ ＝ α０ ＋ ρ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ＧＩＥ ｉｔ ＋ β１ｍａｇｇｉｔ ＋ β２ｍａｇｇ２

ｉｔ ＋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φ１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ａｇｇｉｔ

＋ φ２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ａｇｇ

２
ｉｔ ＋ φ３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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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相关检验

相关检验
地理距离矩阵

Ｐ⁃ｖａｌｕｅ
经济距离矩阵

Ｐ⁃ｖａｌｕｅ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Ｐ⁃ｖａｌｕｅ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０
ＬＭ⁃ｌａｇ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ａｌｄ（ＳＡＲ）⁃ｍａｇｇ ０． １２３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ａｌｄ（ＳＡＲ）⁃ｍａｇｇ２ ０． ０１０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８
Ｗａｌｄ（ＳＥＭ）⁃ｍａｇｇ ０． １４５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ａｌｄ（ＳＥＭ）⁃ｍａｇｇ２ ０． ０１５ ４ ０． ０５８ ９ ０． ０７９ 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其中，ＧＩＥｉｔ 代表绿色创新效率，ρ 为

空间自相关系数，反映绿色创新效率空

间溢出效应大小， ｉｊ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

的元素。ｍａｇｇｉｔ 代表制造业集聚，在模型

中加入 ｍａｇｇ２
ｉｔ，以捕捉制造业集聚对绿

色创新效率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φ１、φ２ 和

φ３ 反映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

效应。μｉ 和 λｔ 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取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

率 ＳＢＭ 测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选取

投入产出指标如下：
（１） 资本投入：目前各类统计口径中并未收录绿色创新投入数据，且企业在普通创新活动中也会

兼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难以将普通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投入分离。 因此，采用普通创新投入

代替城市绿色创新投入。 为尽可能准确反映城市创新资金投入，参考郭峰和熊瑞祥［１８］ 的做法，借助

省级层面的 Ｒ＆Ｄ 经费数据计算城市 Ｒ＆Ｄ 支出，计算如式（５）所示①：
城市 Ｒ＆Ｄ 支出 ＝省级 Ｒ＆Ｄ 支出 × （城市 ＧＤＰ ／省级 ＧＤＰ） （５）
由于绿色创新资金投入会影响未来的研发创新活动，故采用李婧等［２０］的方式计算城市Ｒ＆Ｄ资本存量。
（２） 人员投入：按照李金滟等［２１］的做法，采用从事科技活动和从事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人员数加总衡量。
（３） 能源投入：借鉴张伟和吴文元［２２］的研究，采用全社会用电量、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折算

为标准煤后的总量近似测度城市能源消耗量②，具体计算如式（６）所示：
Ｅ ＝ Ｅｎ × ｋｎ ＋ Ｅｐ × ｋｐ ＋ Ｅｅ × ｋｅ （６）
其中，Ｅｎ、Ｅｐ、Ｅｅ 分别代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的消耗量，ｋｎ、ｋｐ、ｋｅ 分别代表上述三种能源的

标准煤折算系数。
（４） 期望产出：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③衡量城市绿色创新的研发效益。 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４］

指出，发明专利技术含量高，更能体现城市绿色创新的质量。 参考《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采用人均实

际 ＧＤＰ 衡量城市绿色创新的经济效益。 利用熵值法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合成综合指标，体现绿色创新的生态效益。
（５） 非期望产出：在着力推进“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容忽视。 刘娜

等［２５］指出，大气污染与二氧化碳具有同根同源的特点，两者协同控制可以促进绿色转型。 故采用工

业废水、烟（粉）尘、工业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城市绿色创新的非期望产出。 参照韩峰和谢

锐［２６］的方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式（７）所示：
ＣＯ２ ＝ Ｃｎ ＋ Ｃｐ ＋ Ｃｅ ＝ Ｅｎ × κ ＋ Ｅｐ × γ ＋ （Ｅｅ × η） × 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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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选取省内各城市 ＧＤＰ 占比作为权重的原因如下：省级 Ｒ＆Ｄ 经费支出是城市层面的加总，陈云等［１９］的研究均表明 Ｒ＆Ｄ 经费与

ＧＤＰ 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体量越大的城市，Ｒ＆Ｄ 经费支出越多。 因此，占省份 ＧＤＰ 比重越高的城市，其 Ｒ＆Ｄ 经费所占比

例相应越高。
采用该方法测算的原因：一是城市单位 ＧＤＰ 能耗数据缺失较多，无法根据该指标计算；二是全部种类的能源数据难以找全；三

是韩峰等［２３］指出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电力三种能源占到城市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以上。
数据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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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ｎ、Ｃｐ、Ｃｅ 分别代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φ 为煤电燃料链温室气

体排放系数，η 为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①，κ 和 γ 分别为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碳排放系数。
采用熵值法将上述指标合成环境污染指数。

（三）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选取

解释变量为：制造业集聚（ｍａｇｇ）。 区位商可以消除地区规模差异，较好地反映产业集聚水平，如
式（８）所示：

ｍａｇｇｉｔ ＝
Ｍｉｔ ∑

ｉ
Ｍｉｔ

Ｓｉｔ ∑
ｉ
Ｓｉｔ

（８）

其中，Ｍｉｔ 代表第 ｉ 个城市第 ｔ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
ｉ
Ｍｉｔ 代表全国第 ｔ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Ｓｉｔ 代表

第 ｉ个城市第 ｔ年全行业就业人数，∑
ｉ
Ｓｉｔ 代表全国第 ｔ年全行业就业人数。指标值越大，代表制造业集

聚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ｌｐｒｇｄｐ），采用城市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表示；政府参与程度

（ｇｏｖ），采用政府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表示；教育水平（ｅｄｕ），采用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生人数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内
资企业占比（ｉｎｎｅｒ），采用全市内资企业占工业企业数的比重表示。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区间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② ２７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无特殊说明，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与各省份及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四、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本地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一） 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空间相关性检验③，全局莫兰指数和莫兰散点图均显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性，验证空间计量模型的合理性。 Ａｎｓｅ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ｒａ［２７］ 认为极大似然估计可以避免 ＯＬＳ 产生的偏误，
较为科学地反映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本文采用 ＭＬＥ 估计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根据表 ２ 的结果，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绿色创新效率

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本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从本地效应

来看，制造业集聚一次项系数总体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

率的本地效应呈现倒 Ｕ 型特征，即假说 １ 成立。 在前期，集聚经济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当

制造业集聚规模超过城市承载能力后，拥挤成本的负外部性逐渐占据“上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降

低。 因此，引导制造业适度集聚对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可持续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制造业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集聚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正 Ｕ 型特征，即假说 ２ 成立。 在集聚前期，虹吸作用居主导地

位，不利于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本市集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集聚的城际外溢能力日益增强，
辐射作用不断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本地和邻地效应

呈现倒 Ｕ 型和正 Ｕ 型两种相反的态势，存在“以邻为壑”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讲，现阶段制造业集聚可能

存在一定的不合意问题，优化制造业集聚的绿色创新效应，不可“孤城而为”，必须综合考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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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根据《中国电力统计年鉴》 计算，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占总发电量的平均比例为 ８３． ３％ 、８３． ３％ 、８１． ２％ 、８１． ８％ 、８０． ８％ 、８２． ５％ 、
７８． ６％ 、７９． ２％ 、８０． ３％ 、７３． ７％ 、７１． ８％ 、７１． ０％ 、７０． ４％ ，２０１９ 年数据根据插值法推算为 ７０． ９％ 。

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为研究区间主要是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因为污水处理率指标在 ２００６ 年之前数据缺失严重，而 ２０２０ 年

城市统计年鉴暂未披露污水处理率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等指标。
限于版面篇幅，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不在正文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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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ｍａｇｇ
０． １０６ ４∗ ０． １３９ ８ ０． １４３ 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６）

ｍａｇｇ２
－ ０． ０５５ ８∗∗∗ － ０． ０５８ ０∗ － ０． ０６１ 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５）

ｌｐｒｇｄｐ
０． ０２２ ７ ０． ０５６ ９∗ ０． ０４９ 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３）

ｇｏｖ
２． ３１９ ６∗∗∗ １． ９５４ ７∗∗ ２． ５８７ ２∗∗∗

（０． ４７７） （０． ７７６） （０． ５５６）

ｅｄｕ
１． １５６ ４∗ － ２． ２４０ ７∗ － ０． ８２６ ８
（０． ６７２） （１． １７９） （０． ８４４）

ｆｉｎ
－ ０． ００５ １ － ０． ００７ ４ － ０． ００７ 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ｉｎｎｅｒ
０． １３３ １ ０． １７４ ２ ０． １９８ ８
（０． １９４） （０． ２７５） （０． １９７）

Ｗｍａｇｇ
－ １． ２３１ ３ － ０． ２０３ ４∗∗∗ － ０． ２０２ ０∗∗∗

（０． ７９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３）

Ｗｍａｇｇ２
０． ７４１ ９∗∗ ０． ０４３ ６∗∗∗ ０． ０４５ ５∗∗∗

（０． ２９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Ｗｌｐｒｇｄｐ
０． ４５５ ６∗∗∗ － ０． ０２４ ４∗∗∗ － ０． ０２４ ６∗∗∗

（０． １４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Ｗｇｏｖ
６． ４８２ ９ １． ５１７ ９∗∗∗ １． ５４５ ７∗∗∗

（４． ８０７） （０． １８４） （０． ２６３）

Ｗｅｄｕ
－ ３０． ９７９ ５∗∗ － １． ０５８ ８∗∗∗ － ０． ９５７ ４∗∗∗

（１２． ３１３） （０． １３１） （０． １８７）

Ｗｆｉｎ
０． ０２７ ７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Ｗｉｎｎｅｒ
－ １． ９８６ ０ － ０． ００８ ５ ０． ００４ ９
（１． ７１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５）

ρ
０． ７２１ ４∗∗∗ ０． ２９３ ３∗∗∗ ０． ２９８ ３∗∗∗

（０． １５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０． ０４６ ６∗∗∗ ０． １４１ ６∗∗∗ ０． ０７２ ７∗∗∗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３７． ９８９ ３ － １ ５２３． １２９ ９ － ５１４． ５９０ ４
Ｎ ３ ８７８ ３ ８７８ ３ ８７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的标准误。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

本地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经济发展

可以有效带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而
空间溢出效应则在不同矩阵下表现出

异质性，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邻地效应

会受到两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经济

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存在更大的利益

冲突、要素争夺更加激烈，对周边城市

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政府参

与程度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

显著为正，说明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不仅

有效提高当地绿色创新效率，还对邻近

地区产生示范效应。 教育水平的本地

效应未产生预期的显著正向影响，可能

是因为高等教育对知识创新的影响存

在滞后效应，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带动作

用不明显；而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

负，说明优质的教育资源会吸引周边城

市高素质人才，抑制周边城市的绿色创

新效率。 金融发展水平的本地效应为

负但不显著，张黎娜和千慧雄［２８］ 认为

金融发展对创新研发的效果取决于金

融主体服务与利益攫取两者的较量；但
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余泳泽

等［２９］指出受限于本地服务市场规模，
金融机构会逐步向周边地区提供金融

服务，从而带动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的提高。 内资企业占比的本地效应与

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提高

内资企业比重可以促进绿色创新效率

提升，但晋升锦标赛下存在的地方保护

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资企业的

自主研发能力。
（二）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采用如下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１）剔除直辖市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２）增加实有道路面积占比的自然对数和移

动互联网用户数之和的自然对数，寇宗来等［３０］参考张建鹏和陈诗一［３１］ 的测度方式，测算的城市创新

指数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保护词频占比分别控制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以及

环境保护程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可能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以上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

本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为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以减轻遗漏变量偏误。 制造业集聚与绿

色创新效率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反向因果问题。 借鉴胡彬和万道侠［３２］ 及吴
晓怡和邵军［３３］的研究，采用各地到上海的距离和 １９８４ 年人口密度作为工具变量。 参考孙传旺等［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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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稳健性检验（一）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ｍａｇｇ
０． ０９９ ３∗ ０． １２６ ３ ０． １３１ 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７）

ｍａｇｇ２
－ ０． ０５４ ４∗∗∗ － ０． ０５５ ３ － ０． ０５８ 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５）

Ｗｍａｇｇ
－ １． ３８５ ３∗ － ０． ２０４ ６∗∗∗ － ０． ２０３ ２∗∗∗

（０． ８０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３）

Ｗｍａｇｇ２
０． ７６４ ７∗∗∗ ０． ０４３ ９∗∗∗ ０． ０４５ ９∗∗∗

（０． ２９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ρ
０． ７３２ ７∗∗∗ ０． ２９３ ４∗∗∗ ０． ２９８ ４∗∗∗

（０． １５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的标准误。

表 ４　 稳健性检验（二）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ｍａｇｇ
０． １２７ ９∗∗ ０． １３１ ７ ０． １５２ 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７）

ｍａｇｇ２
－ ０． ０６１ ４∗∗∗ － ０． ０５１ ０ － ０． ０６１ 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５）

Ｗｍａｇｇ
－ １． １５５ ７ － ０． ２０２ １∗∗∗ － ０． １９９ １∗∗∗

（０． ８３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３）

Ｗｍａｇｇ２
０． ７８０ ５∗∗∗ ０． ０４２ ３∗∗∗ ０． ０４３ ４∗∗∗

（０． ３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ρ
０． ７２４ １∗∗∗ ０． ２９３ ３∗∗∗ ０． ２９８ ３∗∗∗

（０． １５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的标准误。

表 ５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Ｌ． ｇｉｅ
０． ６９０ ４∗∗∗ ０． ５１７ ５∗∗∗ ０． ５４５ ４∗∗

（０． １０９） （０． １９０） （０． ２２５）

ｍａｇｇ
０． ６７４ ６∗∗∗ １． ４５７ ０∗∗ １． ６２６ ０∗∗

（０． ２４７） （０． ６９９） （０． ７３７）

ｍａｇｇ２
－ ０． ３０６ ９∗∗∗ － ０． ４３２ ５∗ － ０． ５１０ ６∗∗

（０． ０８９） （０． ２３９） （０． ２４９）

Ｗｍａｇｇ
－ ６． ３９４ ０∗ － ０． ９９７ １∗∗∗ － ２． ０７６ ３∗∗∗

（３． ３８５） （０． ３０９） （０． ６５９）

Ｗｍａｇｇ２
３． ７７２ １∗∗ ０． ２５９ ８∗ ０． ５４３ ０∗

（１． ４６７） （０． １５２） （０． ３０６）

ρ
２． １８３ ２∗∗∗ ０． １３０ ４∗∗∗ ０． ２３３ ３∗∗∗

（０． ３９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８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ＡＲ（１） ．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ＡＲ（２） ． Ｐ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５８７ ９ ０． ３６９ ５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０． ３０４ ８ ０． １０１ １ ０． １２９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的标准误。

的方式，将上述变量与年份变量相乘，以体现

不同年份下工具变量的变化情况和对内生变

量的影响，同时取自然对数，以缓解异方差问

题。 在估计方法上，借鉴 Ｒｏｏｄｍａｎ［３５］的方法，
采用前向正交离差变换的系统 ＧＭＭ 进行估

计。 以最大程度提高估计系数的有效性，最
终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ＡＲ（１）均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而 ＡＲ（２） 至少在

１％的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序列相

关性，保证系统 ＧＭＭ 估计的一致性。 同时，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接受原假设，证明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的问题，基本上接受内生性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此外，综合

回归结果，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呈现出较好的

拟合效果，且其综合反映了经济和地理因素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此后文以经济地

理嵌套矩阵作为回归矩阵。
（三） 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

的城市特征差异

１． 区位特征

不同区域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方

面存在差异，可能影响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

效率的作用。 因此，将研究城市分为东、中、西
部三个地区，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从估计结

果来看，制造业集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绿色

创新效率的本地集聚效应与全样本一致，但在

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优质生产要素稀缺，阻碍集聚绿色创新效应的

发挥。 从空间滞后项系数来看，在东、西部地

区，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并

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呈现出倒 Ｕ 型的特征。 可

能的原因是，囿于地理位置限制，西部地区交

通基础设施尚处于不断发展中，城市间经济联

系有待加强，要素流动性不足，难以发挥集聚

的空间效应。 而东部城市经济发展较早、人地

关系较为紧张，各地政府为争夺有限的资源，
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限制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难以发挥集聚的空间溢出效

应。 中部地区在进行产业转型过程中会承接

来自东部地区的污染型产业。 在前期，这种产

业转移增加中部城市的经济收入，促进经济总

量的快速增长，制造业集聚态势明显增强，集
聚经济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但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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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污染天堂”效应逐渐显现，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２． 城市群特征

城市群拥有更大规模的城市范围，可以集聚更多的生产要素，是制造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探究城

市群建设在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的地位具有现实意义。 为此，将研究城市分为城市群和

非城市群两个子样本①，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位特征 城市群特征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市群 非城市群

ｍａｇｇ
０． ２２７ ７∗∗ ０． １９１ ２∗ － ０． １６４ ６ ０． １７２ ８∗∗∗ － ０． ０６４ ９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５） （０． １４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３９）

ｍａｇｇ２
－ ０． ０８２ ６∗∗∗ － ０． ０９０ ６∗ ０． ０３２ １ － ０． ０７５ ４∗∗∗ ０． ０３７ 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６）

Ｗｍａｇｇ
０． ３２６ ４ ０． ３３５ ５∗ － ０． ０３９ ８ ０． ００９ ７ － ０． ４６１ ９
（０． ２３０） （０． １９１） （０． ５０３） （０． １６３） （０． ３１９）

Ｗｍａｇｇ２
－ ０． ０７６ ３ － ０． １６３ ６∗ ０． ０１８ ５ ０． ０１３ ８ ０． １７９ 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９３） （０． ２４３） （０． ０５７） （０． １６８）

ρ
－ ０． ０８３ ８ －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３８ １ － ０． ０５２ １ － ０． ０４３ 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为 Ｚ 统计量的标准误。

从回归结果来看，城市群内的

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本

地集聚效应显著，而非城市群则不

然，说明融入城市群有助于发挥制

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相较于非城市群的城市，城市群内

部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为集

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制

造业集聚绿色创新效应的发挥。
从空间滞后项来看，城市群空间溢

出效应并不显著。 方创琳［３６］ 的研

究表明，我国城市群建设“空心化”
现象突出，中心城市鼎力不足，对
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此外，许多城市群是跨省域建设，
当各省利益诉求不一致时，会导致

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各自为政多于协调发展［３７］，限制创新要素流动。 综上，假说 ３ 成立。
五、 异质性环境规制下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面对“双碳”目标从“软约束”走向“硬约束”的长期趋势［３８］，环境规制能否优化制造业集聚的空

间格局，从而发挥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构造不同

规制工具与制造业集聚交乘项的方式，以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及其协同作用对制造业集聚绿色创新

效率的影响，模型设计如式（９）所示：

ＧＩＥ ｉｔ ＝ α０ ＋ ρ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ＧＩＥ ｉｔ ＋ β１ｍａｇｇｉｔ ＋ β２ｍａｇｇ２

ｉｔ ＋ γ１Ｍｉｔ ＋ γ２Ｍｉｔ × ｍａｇｇｉｔ ＋ γ３Ｍｉｔ × ｍａｇｇ２
ｉｔ

＋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φ１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ａｇｇｉｔ ＋ φ２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ａｇｇ

２
ｉｔ ＋ θ１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ｉｔ ＋ θ２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ｉｔ

× ｍａｇｇｉｔ ＋ φ３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Ｍｉｔ × ｍａｇｇ２

ｉｔ ＋ φ３ ∑
ｎ

ｊ ＝ １，ｊ≠ｉ
ｉ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９）

上式中，Ｍ 分别代表不同环境规制。 其中，参考董直庆和王辉［３９］的方式，选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测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以碳排放交易制度作为市

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将 ２０１２ 年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 １，其余赋值为 ０。 借鉴王林辉等［４０］的研

究，采用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衡量两者的协同作用，最终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列（１）显示，二次项交互项的本地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弱化制造业集

聚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倒 Ｕ 型作用②，而从空间滞后项的结果来看，二次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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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研究的城市群是根据《“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所提出的 １９ 个城市群。
根据Ｈａ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４１］的研究，对于倒Ｕ 型关系而言，二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说明曲线变平缓，即减弱倒Ｕ 型特征，反

之，则加强了倒 Ｕ 型特征，对于正 Ｕ 型关系则刚好相反。



纪玉俊，张子琪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化制造业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正 Ｕ 型作用。 在集聚初期，为达到

当地严格的环境标准，企业不得已购买大型治污设备，遵规成本“高企”，对绿色创新资金产生挤出效应，
削弱集聚的正向作用。 在集聚后期，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企业不得已选择就地创新改

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排放以抵消遵规成本，推动本地制造业集聚绿色创新转型，形成高质量集聚，充分

释放集聚的正外部性，削弱拥挤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在集聚初期，部分“三高”
企业会转移到规制力度较低的地区，增加周边城市污染，加剧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作用。
而在集聚后期，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和政府环境绩效考核的作用，区域间环境规制的互动行为逐

渐呈现出“逐顶竞争”的特点［４２］，倒逼周边城市集聚区内的企业从被动治污向主动减污转变，强化了集聚

经济的正向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
表 ７　 异质性环境规制及政策协同的空间调节作用

变量
命令控制型

（１）
市场激励型

（２）
协同作用

（３）

ｍａｇｇ
０． １４６ １∗∗ ０． ０１３ ９ ０． １００ 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９）

ｍａｇｇ２
－ ０． ０６４ ５∗∗∗ ０． ００８ １ － ０． ０３３ 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ｍａｇｇＭ
－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２０２ １∗∗∗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１）

ｍａｇｇ２Ｍ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１０２ 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Ｍ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Ｗｍａｇｇ
－ ０． １９８ ０∗∗∗ － ０． １９５ ２∗∗∗ － ０． ２０２ 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４）

Ｗｍａｇｇ２
０． ０４５ ５∗∗∗ ０． ０４０ ２∗∗ ０． ０３３ 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ＷｍａｇｇＭ
－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３０ ３ －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１）

Ｗｍａｇｇ２Ｍ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ＷＭ
－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１６ 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ρ
０． ２９８ ３∗∗∗ ０． ２９８ ３∗∗∗ ０． ２９８ 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的标准误。

表 ７ 列（２）显示，二次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化了制造业集聚对本地

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倒 Ｕ 型影响。 在集聚初期，市场

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内化环境污染成本的方式诱导

“三高”企业主动选择绿色低碳技术，而清洁型企业

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将剩余碳排放量出售以获

得额外收入，这种潜在利润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企业

绿色技术研发的动机，强化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

率的正向作用。 当集聚规模超出城市承载能力时，
继续盲目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力度，会额外

增加企业生产建设成本，使企业面临拥挤成本和规制

成本的双重打击，加剧制造业集聚的负向作用。 从空

间溢出效应来看，二次项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可能因

为在研究区间内，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建设完

全，参与省市数量较少，空间溢出效果大大削弱。
从表 ７ 列（３）的结果来看，二次项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而空间滞后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两者协同作用同时强化了制造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

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这与王林辉

等［４０］及钟成林和胡雪萍［４３］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两

种环境规制政策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组合，弥补了单一

政策的不足，形成了“１ ＋１ ＞２”的效果，即假说 ４ 成立。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结论如下：（１）制造业集聚对本市和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分别存在“先扬后抑”和
“先抑后扬”两种相反的非线性特征。 （２）上述非线性影响因城市特征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３）命令

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的绿色创新效应存在不同的着力点，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强化

制造业集聚对本市和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１）合理

规划制造业空间布局，优化跨区域协作机制。 坚持统筹规划与布局，最大程度发挥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

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积极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构建区域协同治污体系，形成携手并进的局面。 （２）
紧密结合地区特征，适时适度地引导制造业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不同区域城市要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合理引导制造业集聚及其规模扩张，充分提升不同区域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积极融入城市群建设，保
障生产要素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促进集聚绿色创新效应的空间外溢。 （３）合理使用环境规制，打好“政策

组合拳”。 邻近城市间要针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力度达成共识；健全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扩大碳市场

覆盖范围。 同时审慎合理地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调配合与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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